
 
我的控制台 会员登陆 免费注册 最后更新 高级搜索 返回首页 我要投稿 退出登陆 联系我们

当前在线: 271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古今通论 

 古代通论 

 世界史论 

 当代三农 

 现实问题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先秦通论 

 原始经济 

 文明起源 

 夏商西周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汉唐通论 

 战国秦汉 
 秦国秦代 

 西汉东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宋元通论 

 唐宋通论 

 北宋南宋 

 辽金西夏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明清通论 

 明代通论 

 明中后期 

 清代通论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近代通论 

 清代晚期 

 民国通论 

 民国初年 

 国民政府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近世通论 

 现代通论 

 前十七年 

 文革时期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学科发展 

 专题述评 

 年度述评 

 学人学术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先秦史论 / 原始经济 / 农业起源 / 关于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三条标准”的补充 

关于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三条标准”的补充

2006-04-16    卫斯    作息提供,中国经济史论坛编辑    点击: 648

关于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三条标准”的补充 

关于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三条标准”的补充 
 

——续说“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 
 

卫  斯 
 

（原载《农业考古》2000年1期） 
 
 

内容提要： 
五年前，笔者倡导“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并在《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

问题的再探讨》拙文中提出：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三条标准”。时过五年，中
国稻作文化在史前考古学方面又有了新的发现，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逐渐趋于
一致，一个有关如何确立中国稻作起源地标准问题的理论框架正在不断地完善和形
成。本文针对学术界对“三条标准”的反映和对中国史前古城的研究，在“三条标
准”基础上再作补充，即将“三条标准”增至为“四条标准”。笔者补充的确定中
国稻作起源地的第四条标准为：“这一地区发现的史前古城不仅年代最早，规模最
大，数量最多，足以代表史前阶段中国稻作地区的最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依据
第四条标准，笔者对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古城分布情况作了考察，认定古城在长江
中游的率先出现和成群出现，是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的明显标志，显示出这一
地区在中国稻作文化起源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联系八十当遗址发现的彭头山文化时
期的围墙和古稻，笔者认为城头山遗址发现的城垣和古稻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
物，是稻作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传播与发展的结果。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和湖
南玉蟾岩遗址有关稻属植硅石和稻壳的发现，年限均在万年以前，再次昭示人们：
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的起源地。 

1994年10月在中国湖北召开的“中国·枝江关庙山稻作文化研讨会”上，笔者提
交了《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的再探讨——兼论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的
论文，文中提出了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三条标准：1.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
特点在全新世中期必须适合稻谷的栽培，且这一地区有野生稻的广泛分布；2.这一
地区的考古发现，无论从年代序列上看，还是从文化谱系发展上看，都具有一定的
连续性，尤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在这一地区都有较为普
遍的发现；3.这一地区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在年代上不仅有属国内迄今最早的发
现，而且仅次于这一年代的同类发现在这一地区仍然存在，其后表现得更加普遍。
根据这三条标准，笔者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全新世中期生态环境的考察，和旧石器
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不同阶段遗址在这一地区分布情况的考察，以及史前稻谷遗
存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情况的考察，结果发现：1、种种迹象表明：全新世中期，长
江中游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不仅适合水稻的载培，而且在这一地区有野生稻的广
泛分布。 2、考古学发现说明：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早
期，长江中游地区一直有人类活动、生息、繁衍。从文化年代上看，具有一定的连
续性，从文化谱系发展上看，也具有一定的延续性。3、考古学提供的资料表明：长
江中游不仅有中国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而且有仅次于这一发现年代的稻作遗存的
普遍发现。故而最后认定：中国稻作的起源地在长江中游，尤其是鄂西、湘西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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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当是中国栽培稻的最早发生地。这篇拙作先后刊载于台湾中华学术院中华史学
会、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与史学系1995年11月出版的《史学汇刊》第17期，和
国内出版的《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继此篇拙作之后，笔者又在《农业考古》
1995年1期发表了《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宏观透视》一文，文中再次申明了确定中国
稻作起源地的“三条标准”和长江中游是中国栽培稻的最早发生地这一观点。 

时过数年，中国稻作文化在史前考古学方面又有了新的发现，比如：江西万年仙
人洞、吊桶环遗址发现了稻属植硅石（1）、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不仅发现了稻
属硅质体，而且出土了两枚谷壳成灰色的稻谷及一枚稻谷壳残片（2）,湖南澧县八
十垱遗址不仅发现了彭头山文化时期数以万计的稻谷稻米（3）、而且在湖南澧县城
头山遗址又发现了世界上迄今最早的稻田遗迹（4）等等。更引人注意的是：在长江
中游地区发现了一批史前城址，其时代之早，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
止。这批城址的出现，为探索中国稻作起源地带来了新的生机。人们不禁要问，它
与稻作起源关系何在？奥秘何在!有关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的讨论在不断的深入，认
识在逐渐趋于一致。一个有关如何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标准问题的理论框架正在不
断地完善、形成。中国的稻作起源地究竟在那里？笔者仍坚持“长江中游说”。本
文打算就如何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标准问题，在“三条标准”的基础上再作补
充，同时对补充的条件，利用考古学方面的发现加以论证，旨在对“长江中游说”
提供更可靠、更有力的保证。同时，结合目前考古学在史前稻作遗存方面的新发现
也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一、学术界对“三条标准”的反映及对“三条标准”的再补充 

 
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为什么要提出“三条标准”，毋庸多说，稻作的起源，不仅

有生态环境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稻作技术作为本土起源的一种文化
产物，反映在考古学方面，必然会留下丰富的文物资料。很显然，笔者是想通过
“三条标准”来界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区域范围，是想用一杆标尺来度量中国史前
不同地区的稻作文化发展速度与水平的。“三条标准”提出之后，曾得到了许多研
究中国稻作起源学者的赞同和认可，一些学者在赞同“三条标准”的同时，又提出
对“三条标准”加以补充。王海明先生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与考古发掘》一
文中，表示十分赞同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三条标准”后，这样写道：“坚持三条但
不能教条，不能机械地死搬硬套。同时我们也主张还必须注意到作为稻作起源行为
主体的人群（文化），适应自然利用支配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及考古学文化发
展水平是否已经达到能够将野生稻驯育为栽培稻的历史阶段，和自然环境或人口等
原因迫使在这一地域内生活的人群体必须通过栽培稻类植物的手段和途径以获取必
要的食物来源这两个方面（5）。孙声如先生认为“三条标准”的提出，是中国国内
学者对稻作农业起源研究进入第三阶段的一大进步（6）。”率先提出中国稻作起源
于长江中游说的学者向安强先生也赞同笔者提出的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三条标
准。他在原文引用了笔者的“三条标准”之后，又补充三点：“Ⅰ、该地区发现的
史前稻作遗存，不仅年代之早列全国之最，发现地点之多也要居全国之冠，且分布
密集。特别是早期的稻作文化遗址不能是孤例或二、三例，而必须带有普遍性，像
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所有遗址普遍发现稻作遗存；而黄淮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以
粟为主，仅贾湖遗址发现稻作遗存；可为孤例。难以使人将二者等同视之。尽管考
古发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时也与发掘工作的开展程度有关。‘然而，对具备相
同稻作生态环境的地区，运用统计学统计出土炭化稻谷的多寡，考察其年代先后，
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做较符合史实的裁决’（林华东：《中国稻作的起源与东传日
本》《农业考古》1992年1期）。‘但所占比例如此之高，加之所发现稻谷遗存最
早，数量巨大，就不能完全用考古工作开展较多来解释，而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
历史的真实’（严文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新发现》《江汉考古》1990年3
期）。Ⅱ、该地区必须处于史前（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含稻作文化）南北交汇的核心地理位置，是我国史前南北文化交流与传承过程中
的纽带。其史前文化自身发展所达到的高度足以构成对周围地区史前文化发生强烈
影响。因为，在史前文化进步、农业起源与传播过程中，某地区的地理位置与环境
条件的中间性质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从环境方面来考察，它的中间性质又是由地理
位置决定的。Ⅲ、该地区在史前（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应非‘粟稻混作
区’”（7）。 



对于向安强先生的三点补充，笔者认为：其第1点与“三条标准”的第三条相
似。而其第三点却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既然是“中国稻作的起源地”，而稻和粟在
生理特点和对气候、环境条件的要求上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作物，况且史前社会生
产技术尚不发达、文化信息传播困难，作为稻作起源地在起源之处就不可能是“粟
稻混作区”。至于他提出的第2点补充，笔者认为是必要的，但同时又认为他在文字
表述方面过于理论化，过于抽象，而给人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下面请看向安强先生
对他所提出的第2点补充条件在认定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起源地时所作的论述：“从
地理位置来看，长江中游正好位于全国的核心位置，在我国史前南北文化的交流与
传播过程中，成为极为重要的纽带。如长江中游地区（陕南汉水上游的梁山和湘北
洞庭湖湖区等地）的旧石器，在文化特征上表现出了我国南北两大系的文化因素。
反映了南北旧石器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汉水上游地区的李家村文化不仅对研究
两大流域新石器文化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更表明了中原地区远古文化的发
展不只与黄河流域而且与长江流域都有直接的联系。由于这里所处的地理位置特
殊，在文化面貌上则显示出联结黄河与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纽带作用。
长江中游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等，与中原磁山、裴李岗文化相比，亦有
诸多共同因素。这些除了表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人类思维及创造力发展的一
般规律外，似乎也反映了南北各地的交往频繁和相互影响；也证明长江中游地区在
人类早期文化的相互传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就整个中国史前稻作文化圈
而言，长江中游不仅正好位居中间，且稻遗存的分布点多而密集，四周却逐渐少而
稀，这绝非偶然现象，表明长江中游在我国稻作文化的起源与传播中，作用与意义
不可低估。同时，长江中游史前文化自身发展所达到的高度，足以构成对周围史前
文化发生强烈影响。湖南澧县彭头山文化八十垱遗址揭露出我国最早的（距今
7000—8000年前）环绕原始村落的壕沟和围墙（这一时期的村落壕沟在澧阳平原还
有发现），及数以万计的稻谷。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则揭露出了我国最早的一座
古城，始筑城时代为大溪文化早期，距今已有6000年；而且发现了被大溪城墙叠压
着的距今6500年以前的珍贵文物，如制作精美的木浆和长约3米的木橹等。表明长江
中游在当时已具有高度发达的原始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之一。如此辉煌的史前
文化，必然会向四周扩散、辐射”。（8） 

向安强先生的观点无疑是对的，现在笔者放弃向安强先生补充的第2点条件的部
分内容，概括他在第2点条件下对“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的论证结果，在“三
条标准”的基础上再补一条，即提出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第四条标准：“这一地
区发现的史前古城不仅年代最早，规模最大，而且数量最多，足以代表史前阶段中
国稻作地区社会的最高经济发展水平。”这样说，是不是更直观、更直接了当一
些。 

 
二、古城址在长江中游的率先出现和成群出现是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的明显标

志 
 
为什么笔者要将第四条作为衡量中国稻作起源地的标准呢？笔者认为：增加了第

四条标准，能更直观、更明确地将中国稻作起源地划分出来。大家知道，城市的出
现标志着文明的到来。史前古城址的出现，实际上是史前聚落群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这一时期的城，实际上是某一地区范围内的聚落中心。这一时期的“城”虽
然不具备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城市”的许多功能，但它是史前阶段某一地区提前
迈向文明社会的标志，一切原始文明都孕育其中。一个地区最早出现城址和出现城
址群，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不仅是这一地区史前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集中体现，
而且是这一地区史前政治、经济、文化整体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用向安强先生的
话来讲，这一地区“史前文化自身发展所达到的高度，足以构成对周围史前文化发
生强烈的影响”。尤其在生产工具还十分落后的史前社会，筑城不仅需要大量的劳
动力，而且需要耗费大量的物力——粮食。没有充足的粮食物资作保证，利用大量
的劳动力放弃农业劳动去筑城是不可能的，而筑城者所食用的粮食必然是从事农业
劳动者食用后的剩余部分。粮食出现剩余，有充足的积累，是农业劳动者提高生产
技术获得单产增收或扩大种植面积、增加总产的结果。一个地区能够率先提高水稻
的单产或扩大水稻的种植面积，这与这一地区具有深远的原始农业文化积淀是分不
开的。如果稻作文化不是在这里最先兴起，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史前阶段，这
里就不会率先出现城址和城址群。所以，城址在某一地区的率先出现和成群出现，



不仅说明这一地区有深厚的物质文化底蕴，而且在这一地区有较为密集的人口。一
般学者认为：农业的起源虽然是人作用于自然的结果，但反过来说，也是大自然作
用于人的结果。人依赖自然，如果没有生存方面的需求，大自然在环境条件方面如
果对人没有产生压力，农作物的驯化，尤其是水稻、粟类作物的驯化栽培就很难发
生。所以说，在农业起源方面，人与自然，自然与人是互为表里的，相互作用，才
产生了驯化农作物的契机。从某种意义上讲，稻谷的驯化与栽培，是某一地区人口
压力过大，或自然环境发生变化，人们以往依赖自然所进行的狩猎、采集经济已不
能获得足够的食物，不得已所选择的另一手段——种植。史前阶段，城址在某一地
区的出现，不仅表现出这一地区人口的高智能，而且反映出这一地区的人口也是高
密度。有人对长江中游地区从9000年前到4000年前这5000年内的人口增长情况作过
估计，在1200多份新石器遗址资料的基础上，取其中可进行类比估算的较为完整的
遗址进行平均取样估计，得出的结果是：早期人口增长为0.12％，与全世界新石器
时代的平均人口增长率一直，大溪文化时期高达0.21％，说明稻作农业对人口产生
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晚期人口增长率回落，人口增长的高峰期正是定居农业的产
生并进行推广的最初2000年（9），即彭头山文化时期到大溪文化时期。所以说，笔
者要把古城址在某一地区的率先出现和成群出现，作为衡量“中国稻作起源地”的
一个标准无疑是对的。如果把笔者原先提出的“三条标准”作为确定中国稻作起源
地的基础条件的话，“第四条标准”就是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一个明显标志。 

考古学的发现表明：长江中游地区，从大溪文化时期城头山古城的出现，一直到
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址的成群出现，充分显示出这一地区在中国稻作文化起源过程中
的核心地位。 

目前长江中游发现的史前阶段的古城址有： 
〈一〉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址：该城址位于澧水及其支流冲击而成的澧阳平原西

北部一个叫徐家港的平头岗地的南端，东径111°40′北纬29°42′。平面圆形，内
径314—324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墙高出城外平地5—6米。护城河宽35—50米，
深约4米，四个方向各开一门，基本对称。从考古工作者对城头山古城墙解剖结果来
看，城墙共分12层，第12层为城头山古城最早一期城墙，它与环绕整个城墙的壕沟
同时建造，并利用壕沟取土筑城。虽仅高2米，但它的基脚到壕沟开口尚有1.5米高
差，其下再深2.5米的环壕，三者结合起来，可以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第11层为此
期城墙外坡堆积，并将壕沟两边覆盖。压在第一期城墙内坡之上的第10层，为该城
墙使用时的城内生活垃圾，所出陶片和C14数据都证明它属大溪文化二期，其下层为
二期偏早，这就从地层证明了第一期城墙筑造于大溪文化一期，时间已超过6000
年，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城墙。这时的城头山古城规模和范围即已定型。因此，
城头山古城应是我国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一座古城址。（10） 

〈二〉、湖北荆门市马家院城址：该城址位于湖北荆门市五里镇，地处长江中
游，江汉平原西北。地势属荆山余脉的丘陵山岗地向平原的过渡地带。其地南距江
陵楚古都纪南城约28公里，西至荆襄古道（即207国道）约4公里，东港河紧靠古城
西城垣由北往南经鲍河、长湖注入汉水。城址营筑在高出周围地面约2—3米的平岗
地上，其四周为宽阔的稻田。城址至今保存完好，南北略呈梯形，长约640米，宽
300—400米，总面积约24万平方米。城垣为土筑，夯层清楚。据南城垣东端断面解
剖情况可知，夯层一般厚约20，最厚处为30，最薄处为14厘米。其中南城垣长约
440，底宽35，上宽8，高5—6米；北城垣长约250，底宽约30，残高1.5；东城垣长
640，底宽约30，残高3米；西城垣长约740，底宽约35，上宽8，高约4—6米。城垣
内筑护坡，一般宽约5米，城垣外坡陡直。城垣之外有护城河，护城河除南、北局部
损毁外，其余保存基本完好。河宽一般为30—50米，河床距地表约4—6米，城外护
城河相连，城内—河道自西北城门曲经城内至东南城门流出。护城河似为人工河道
与自然河道相结合而成。城垣东、南、西、北各辟—城门。其中西城垣及东城垣各
设—水门。马家院城址是一处重要的屈家岭文化古城（11）。 

〈三〉、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阴湘城遗址的地理位置为北纬30°30′58″，
东经112°11′11″。四周地势低洼，平均海拔为38米，遗址区地势则相对较高，平
均海拔41——42米。阴湘城遗址平面呈圆角方形，东、西、南三面城垣保存完好，
南垣与东垣转角处略外凸，遗址北侧被湖水冲毁，北垣已无存。现存城址东西长约
580，南北残宽约350米，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垣宽约10—25米，东城垣基脚最
宽处为46米。城垣全长约900米，高出城内附近地面约1—2米，高出城外城壕约5—6
米。城外相应有城壕宽约30—40米。东西两面城垣宽且高，南垣则较为窄矮。城垣



最高点在东城墙上，海拔高度为44.4米，城墙最低点海拔37.9米，二者高差为6.5
米。发掘者指出：阴湘城遗址在大溪文化时期已是一处规模很大的聚落遗址，屈家
岭文化早期，开始修筑起颇具规模的城垣，成为方圆数十里区域内的一个中心聚
落。阴湘城遗址属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古城址，作为长江中游地区所发现的古城址群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12）。 

〈四〉、湖北石首市走马岭城址：城址位于湖北省石首市焦山河乡走马岭村与滑
家当镇屯子山村的交界处。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东西长，南北短。城址东西
最大长度为370米，南北最大宽度为300米，总面积约7.8万平方米。城垣高4—5米，
宽20—27米，因筑成取土在城外形成一条宽25—30米的壕沟，似为护城河遗迹。城
垣上有数处缺口，其中有可能为城门。缺口两边，有的保存着圆形土台，可能是城
门附属的防御性建筑物台基。走马岭城址始建时代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早期，使用年
代为屈家岭文化早、中期。到屈家岭文化晚期已逐渐废弃（13）。 

   〈五〉、湖北公安县鸡鸣城遗址：该遗址位于湖北省公安县狮子口镇双lou乡
船嘴村一个狭小的平原上，东北不远处为低矮的缓丘，南距洈水河约2公里，东北距
公安县城约30公里，GPS测定的地理坐标为北纬29°55′41.6″东经111°59′
03.8″。城址大致呈不规则的椭圆形，略从东北向西南走向，东南和西南角有明显
的转折。南北最大距离500米，东西约400米，面积约15万平方米。城垣周长约1100
米，顶宽约15，底宽约30米，一般高出城内外2—3米，西北部城垣更高出城垣其它
部位1米左右。城垣外面的护城河除东部痕迹不明显外，其它部位基本联成一体，周
长约1300米，宽20—30米，深1—2米。城门不祥。发掘者认为：鸡鸣城城垣的始建
年代属屈家岭文化时期（14）。 

〈六〉、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该城址略呈圆角长方形。东西约400米，南北约
500米，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垣残高出地面2—4米，还略可见城门、护城河等遗
迹，属屈家岭文化（15）。 

〈七〉、湖北天门山石家河城址：城址位于湖北省天门石河镇，城垣大体呈圆角
长方形，南北长约1200米，东西最宽处约1100米，面积约120万平方米。西墙、南墙
和部分东墙合计约有2000米的城垣，今尚存留余地表，顶面宽8—10米，底部宽50米
以上，最高处6米左右。紧靠城垣的外侧环绕一周壕沟，主要经人工开挖而成，局部
利用了自然冲沟加以连通。城壕周长4800米左右，一般宽80—100米，壕底与今城垣
顶高差6米左右。城内外8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共约30处，
以石家河文化早、中期遗存最为普遍。该城始建年代不早于屈家岭文化中期，主要
使用和繁盛期在石家河文化早中期(16)。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长江下游太湖地区，尽管发现了浙江余杭西部良渚、安
溪、长命、瓶窑四乡镇地区内所形成的良渚文化遗址群，是目前所知良渚文化最大
的一处核心聚落。甚至在良渚文化中居于类似“首府”性质的地位。其背靠山丘，
面向平原，在东西10米，南北5公里的范围内，较密集的分布了50余处良渚文化遗
址，按遗址面积统计，近1万平方米及其以下者29处，1万至近5万平方米者17处，5
万至近10万平方米者5处，15万和30万平方米者各一处。有人认为这一核心聚落“当
为未建城垣护卫工程的都邑”。但的确在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至今尚未确切发现构
筑有城垣的史前城址（17）。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这是与史前阶段稻作文化在
该地区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地处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一期就出现了像城
头山那样规模宏大的古城，而与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时期大体相当的良渚文化时
期，在长江中游已是城池林立，而长江下游还不见一座城垣呢？这虽然有多方面的
因素包含在内，但最根本的一条，是与这一地区农业经济基础不发达有直接关系
的。而此时的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优势又是以栽培水稻为主导产业的，水稻的栽培
技术和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水稻的单产和总产。而在史前，某地水稻栽培技术和管
理水平的高低与当地水稻栽培历史的长短是成正比例关系的。历史越长，文化积淀
就越深、越厚，积淀越深厚，新技术经验就越容易产生，越容易产生，栽培技术和
管理水平就越高。城垣的出现，实际上是对史前阶段某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综合反映。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长江中游地区有希望发现更
多的史前古城。 

综上所述：长江中游地区有关史前阶段七座古城址的发现，足以说明，这一地区
发现的史前古城不仅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数量最多，足以代表史前阶段中国稻作
地区社会的最高发展水平。 

 



三、八十垱遗址发现的围墙和古稻与城头山遗址发现的城垣和古稻田都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产物，是稻作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兴起后传播与发展的结果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史前古城址的出现，实际上是史前聚落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这一时期的“城”实际上是某一地区一定范围内的聚落中心。这就是说作
为世界上最早的古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与这一地
区深远的原始农业文化积淀分不开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早在8000年前的彭头山
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就出现了像湖南澧县八十垱那样的大型原始聚落形态。作为城
的明显标志“墙”在此时已见端倪。 

八十垱聚落遗址：位于湘西北澧水下游的冲积平原——澧阳平原的东北部，主要
堆积属新石器早期彭头山文化，距今七八千年，1993—199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对其进行6次面积达1200平方米的发掘，获得了一批重要成果。遗址大致可分为
早、中、晚三期。早期范围最大，超过3万平方米；晚期最小，明显不足3万平方
米；中间的面积虽介于早晚之间，却是遗址最兴旺发达时期，其突出标志是聚落环
壕为围墙的开挖和堆筑。遗址的环壕与围墙除北面可能与古河道连通外，其与东、
南、西三面又发现形成一个封闭的居住与日常活动圈。其中南北最长约200米，东西
最宽约160米，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壕沟上宽约4米，下宽和深约2米；围墙底宽约5
米，顶宽约2米，高1——2米。在遗址的西墙还发现了一个供出入的豁口，有内向外
用河卵石铺成阶梯状，在壕沟与围墙圈定的范围内发现了许多建筑遗迹，主要分布
在遗址西北的高地上和遗址的东北部。有四种形式，即半地穴式、地面式、杆栏
式、台基式。在遗址居住区周围和遗址外侧的壕沟内共发现墓葬百余座。八十垱遗
址是一处典型的史前聚落遗址。除了上述发现之外，遗址内还出土有数十种植物种
籽和大量的动物和家畜骨骼及各种骨器、竹木器、编织物等。城头山城址作为中国
史前阶段第一城的出现，实际上是彭头山文化聚落形态发展到大溪文化聚落形态的
必然产物。八十垱遗址没发现“墙”，城头山遗址就不可能发现“城”。这是一种
物质文化在一个地区的产生与发展的结果。顺理成章，马家院城址、阴湘城遗址、
走马岭城址、鸡鸣城遗址、鸡叫城遗址、石家河城址也是大溪文化聚落形态发展到
屈家岭文化聚落形态的必然产物。 

八十垱遗址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稻谷和稻米。据发掘者报
告：八十垱遗址发掘过程中，以收集稻谷稻米近1.5万粒。它们不仅是世界上已发现
的稻谷稻米中最早者之一，而且数量惊人，超过了国内各点收集数量的总和。更喜
人的是，其保存状况非常良好，有的出土时甚至新鲜如初，有的还见近1厘米长的
芒。据中国农业大学水稻专家初步观察研究，这些稻谷之间个体变异幅度大，群体
面貌十分复杂，粒型长宽比最大的和最小的之间有些差距近3倍。还有些稻粒外形虽
然接近现代的籼稻或接近现代的粳稻，又区别于现代的粳稻的群体特征和面貌，专
家认为，应将它们定名为“八十垱古稻”（19）。 

很明显，距今八千年前的彭头山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农业经济已经是以稻
作农业为主体的。在以往发掘的彭头山文化遗址中，除彭头山遗址本身以外，还有
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发现了稻谷遗迹（20）。“八十垱古稻”的大量发现正说明了
这一点。由此可见，这一地区的农业文化一经诞生就是沿着稻作文化的发展轨迹来
运行的。八十垱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稻谷和稻米，而城头山城址却发现了世界
上最早的水稻田。现依学术界公布的最新资料（21），将这一发现介绍如下： 

1996年冬，考古工作者在解剖城头山东城墙时，在第一期城墙和最早的文化层之
下，生土之上，就发现了有很强粘性的青灰色纯净的静水沉积——稻田土。将稻田
土表面整平，就现出清楚的因一干一湿而形成的龟裂纹。从部分土样中拣选出稻梗
和根须，与现在农田中的稻梗和根须比较，简直没有区别。从局部剖面观察，可以
看出一根根往下伸展的根须或留下的痕迹，可辨识出当时采用的是撒播方式。在土
样中还拣选出炭化稻谷，经对稻田底部原生土表层、稻田土、压着稻田的夹大量草
木灰的土层、一般文化层以及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墙土各取土样进行水稻硅质体检
测，结果是：城墙中含稻叶硅质体3个，不见稻谷硅质体。一般文化层的不同层次中
含稻叶硅质体的数量分别为13个、5个、5个、2个和0个，含稻谷硅质体分别为47
个、39个、46个、20个和55个。水稻田之上的几层草木灰层含稻叶硅质体分别为5
个、21个、6个和4个，含稻谷硅质体分别为215个、234个、223个和207个。水稻田
中含稻叶硅质体11个，稻谷硅质体180个。稻田底，原生土表面含稻叶硅质体2个，
稻谷硅质体18个。除极个别为籼型或籼粳性外，95％以上稻叶硅质体为粳型。1997



年冬，为了更清楚地揭示古稻田原貌，考古工作者在城头山东城墙及其内开了15个
探方，此次发掘清理出由西北向东南走向的3条田埂。由西向东：第一条田埂，实际
是较高的一级原生土面向较低一级原生土面倾斜的坡面。两端均伸出发掘区，揭露
长度19.5米。第二条田埂距第一条4.6—5米，露出长度13米，北面压在第一、二期
城墙内坡下，因保留此段城墙及墙顶栅栏痕迹，故未挖，致使田埂有数米长度未能
显露。其南部一段被大溪文化时期的环壕截断和破坏。第三条田埂距第二条2.5米，
仅露出5米左右长度，此段被一、二期城墙所压，南段被环壕破坏。 

三条田埂之间形成长条形的二丘田。这二丘田均是在此发掘区西部较低的原生土
面往下挖出的，同时保留田埂部位。待田里耕作土积高到与原生土田埂等齐时，在
用人工在原田埂上加高堆垒成新的田埂。因第一条田埂实为原生土的坡面，随田土
抬高，只是田埂逐渐沿坡面后移，并不需要加高垒筑。第二条田埂加筑的部分在南
段并不和原生土田埂重合，而是稍向东移，原因尚不清楚。由于田埂可分为两期，
因此稻田也可分为两期，虽然从田土剖面上很难看出土质和土色的变化，香港大学
对水稻田上层两个含碳标本进行了加速器测年，经校正后年代为：4320—4055B.C和
4230—3985B.C。均为95％的可能性。对稻田下层的泥土用热释光方法测年，T1030
和T1080的两个标本，均为距今6629±896年。表明城头山的古稻田不仅在国内，而
且在全世界也是目前已发掘出来年代最早的。 

1998年冬，考古工作者在新开的T3131的东南角，找到了第一条田埂向东的拐
角，因已离发掘区东壁仅数十厘米，故未能找出其西北转角。但揭露出的第一道田
埂长度已有30米，其北端尚有多长因无法扩方，而不可求知。这样第一丘田面积至
少有二分，远大于江苏武县草鞋山遗址揭示的马家浜文化古稻田丘块面积。与古稻
田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统，有水坑和水沟。均高出稻田，位于稻田之西的原生土层。
现已发现的水坑有3个，坑1在T1028中间部位，径1.2米，深1.3米，锅底形。坑2一
半压在发掘区外，坑径在1.2米左右，未能发掘到底。坑3在T3028东南角，仅揭示出
1/4，径约1.5米。坑底部有很浅的一层淤泥。1992年，考古工作者在T3028及其南的
几个探方均发现原生土层面上有浅沟，当时以为是居住区之间的分界。1997年冬考
古工作者在T1028发现了水坑1，并发现由西南向东北注入坑1的两条小沟后，才意识
到是作灌溉用的水沟，进而挖出T3028的回填土，有新发现一条水沟，并把前两条水
沟一直追溯到T3028的西壁，水坑、水沟、稻田连在一起，无疑是稻田的配套设施。
从沟中出土的陶片确认，水稻田系汤家岗文化时期，其年代距今6500—6300年左
右，这和香港大学用几种测年方法所测结果都十分接近。 

“八十垱古稻”的发现与“城头山古稻田”的发现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毋容置
疑，假如把“八十垱古稻”比作一棵树，那么“城头山古稻田”就是一片森林。它
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起源与发展的关系。也就是说“八十垱古稻”的发现与“城头
山古稻田”地发现是一种因果关系。城头山发现的古稻田配套灌溉系统，充分显示
出史前阶段长江中游地区先民们对水稻的栽培及其管理水平。它比发现于长江下
游，而年代略晚于它的江苏草鞋山遗址发现的水稻田配套灌溉系统先进的多。草鞋
山遗址发现的水稻田是由大小不等20个呈两行排列，南北走向，互相连接的浅坑组
成。浅坑面积一般3—5平方米，个别小的1平方米，大的9平方米，坑的形状或椭圆
形或长方圆角形。浅坑沿—低洼地带分布，其四周有土岗，东部及北部边缘，有
“水沟”和“水口”相通，“水沟”尾部有蓄水井（22）。 

据一些学者研究：“草鞋山遗址发掘出的水田遗构，面积小，呈不规则形，可以
推测为先民利用自然低洼地，略加加工，逐步扩展形成。从遗构的形状看来，还不
是可以期待有足够收成的栽培设施”（23）。而从城头山发现的“古稻田配套灌溉
设施”来看，城头山人当时对栽培水稻的管理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另外从
“水田遗构”面积来看，城头山人栽培的水稻，可以期待得到足够的收获。不然的
话，城头山筑城人的食物来源就没有足够的保证，在人的食物来源尚无足够保证的
情况下，动用大批人力去从事繁重的筑城劳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认
为：城头山古城不仅是我国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一座古城，城头山的“古稻田”也不
仅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水稻田”，而且显示出稻作文化起源于长江中游地
区，在全世界、全中国史前阶段的最高水平。 

 
四、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和湖南玉蟾岩遗址稻作遗迹的发现，再次昭示人们：
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的起源地。 

 



1995年9月中旬至11月中旬，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
沃考古基金会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了发掘。《中
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以《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
进展》为题进行了报道，标题下的导语为：“发现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
过渡的地层及中国已知最早的陶片遗存之一，对探讨华南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
时代早期的考古学编年和稻作起源等有重大价值。”报道说：“两处遗址的上层大
约距今0.9—1.4万年左右。无疑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下层距今约1.5—2万年，结
合出土遗物观察，应属旧石器时代末期或中石器时代，这是在中国发现的从旧石器
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最清晰的地层关系的证据，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孢粉
分析表明：上层禾本科植物陡然增加，花粉粒度较大，接近于水稻花粉的粒。植硅
石分析上层有类似水稻的扇形体，从而为探索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继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现水稻植硅石报道之后，《中国文物报》紧接
着又在1993年3月3日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以《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为题，
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的稻作遗迹进行了报道，文章说“去年（1995年）11
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发掘中再次发现水稻谷壳，进一
步验证1993年该遗址出土的稻壳，使水稻实物的发现提前到1万年前”。”稻壳出土
时，颜色呈灰黄色，共有两枚，其中一枚形状完整。此外，还筛出一枚1/4稻壳残
片。在层位上它们晚于1993年该遗址出土的稻壳。1993年发掘的三个层位均有稻属
的硅质体，进一步证明玉蟾岩洞存在水稻的事实。农学家对二次发掘出土的稻壳进
行初步电镜分析，鉴定1993年出土稻谷为普通野生稻，但具有人类初期干预的痕
迹。1995年出土稻谷为栽培稻，但兼备野、籼、粳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稻向栽培稻
演化的古栽培稻类型。”关于玉蟾岩遗址的年代，报道中说：“参照玉蟾岩附近文
化性质相同的三角岩遗存的碳十四年代（距今12060±120年）,估计其年代应当在一
万年前。” 

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稻作遗迹的发
现，再次昭示人们：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的起源地。依据笔者对长江中游划定的区
域范围，“  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全境和陕西汉中、安康、商洛三
个地区与河南南阳地区。从地形看，分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南阳
盆地；鄂西山地、南岭山地、湘西、湘东山地、赣南、赣东、赣西山地和陕南山
地；鄂东低山丘陵、湘中丘陵、鄂北岗地。（24）”地理位置：“基本上在北纬
24°20′～33°20′，东经106°50′～118°这样一个区间内（25）”。 

    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位于江西东北部的鄱阳湖畔，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13′，北纬28°44′。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位于洞庭湖四大水系之一的湘江支
流潇水河畔，地理坐标为东经111°30′，北纬25°30′。它们均处于东经106°
50′至118°，北纬24°20′至33°20′。这样一个区间内，皆属长江中游地区范
围。 

关于仙人洞、吊桶环遗址的年代，报道中说“2处遗址的上层大约距今0.9—1.4
万年左右”。由江西省博物馆提供的仙人洞上层出土的蚌壳，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碳十四实验室的年代测定为：10870±240,10560±240(26)。由此可见，报
道中所说的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上层的年代距今1万年左右是可信的，该遗址上层发
现的稻属植硅石提供的1万年前仙人洞人已经开始驯化稻谷的信息也是可靠的，道县
玉蟾岩遗址的年代，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碳十四实验室对其出土的3块兽骨的测
定，其年代分别为7042—6039、8327—7409、7911—6414；即玉蟾岩的年代当在
8327—6059之间。（27）然而玉蟾岩遗址出土的原始陶片，明显说明这一测定结果
偏晚。玉蟾岩遗址出土的陶片成黑褐色，火候很低，质地分厂疏松、胎厚2厘米，夹
粗砂，陶片贴塑，可见交错层理。陶片内外均饰纹样，似绳纹，但为编制印痕，有
清晰的经编和纬编。从陶片的形态判断，早于8000—9000年的彭头山文化的陶片。
参照该遗址附近同一文化性质三角岩遗址的碳十四年代距今12060±120年，估计在
一万年以前不会有什么问题。 

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出土的稻属植硅石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稻
谷壳，不仅为确立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起源地，再次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而且为
进一步建立中国稻作文化考古编年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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